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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干预在减少精神障碍公众污名中的应用* 

赵鹤宾  夏  勉  曹  奔  江光荣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接触干预是减少精神障碍公众污名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同接触形式已被广泛应用在减少公众污名的

干预研究中, 且被证实在态度、情感、行为倾向等方面均能有效减少污名。接触干预的效果受到干预实施过

程和干预对象特点两方面影响。从干预实施过程来看, 有效接触干预包含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和互动三个关

键成分, 这些成分需要具备一定特点才能产生效果; 同时, 多形式接触、连续接触、接触质量等成分的存在能

够进一步扩大接触干预效果。从干预对象来看, 接触干预效果会随着干预对象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未来

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接触干预的研究设计, 丰富接触干预的理论机理研究, 推动接触干预的循证实践发展。

同时, 应用接触干预减少特定群体公众污名, 以及干预特定精神障碍类型公众污名是进一步研究方向, 并在

我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检验接触干预效果。 
关键词  精神障碍公众污名; 接触干预; 关键成分; 个体差异 
分类号  R395; B849:C91 

精神障碍 (mental disorder)是指一个人在认

知、情感、行为及个性等方面出现失调。世界卫

生组织调查数据显示, 全球大约有 4.5 亿人患有

精神障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治疗

精神障碍不仅仅在于症状的消除, 更重要的是使

精神障碍患者能够根据其角色、能力及个人兴趣充

分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Klarić & Lovrić, 2017), 而
精神障碍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以下简称公众污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大障碍

之一。公众污名是指公众对精神障碍患者做出的反

应, 由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三部分组成(Corrigan, 
2000)。其中, 刻板印象是指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

负面信念, 比如精神障碍患者经常被描述为危险

的、暴力的和不可预测的; 当人们认同了这些消

极的刻板印象, 并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负性的情

绪和评价时, 就产生了偏见; 而歧视是由偏见产

生的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行为反应(李强 , 高文珺 , 
许丹, 2008)。公众污名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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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 而是针对一系列精神障碍, 如精神分

裂症、抑郁症、焦虑障碍、进食障碍等(Griffiths, 
Carron-Arthur, Parsons, & Reid, 2014; Klarić & 
Lovrić, 2017)。 

公众污名和精神障碍一样, 对精神障碍患者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Casados, 2017), 甚至在

许多情况下, 公众污名所造成的后果比精神障碍

本身更为糟糕(Thornicroft et al., 2016)。公众污名

会使精神障碍患者丧失大量正当机会、遭遇社会

排斥(Yamaguchi et al., 2013)。除了这些生活上的

影响外, 公众污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内化为自我

污名(Vogel, Bitman, Hammer, & Wade, 2013)。当

精神障碍患者将公众污名化的态度转向自身时 , 
就会降低患者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 , 影响其求

助、治疗和康复(Corrigan, Druss, & Perlick, 2014; 
Livingston & Boyd, 2010)。  

公众污名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普遍存在。

目前,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号召各成员国采取相应

措施来减少公众污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因此, 探索能有效减少公众污名的干预方

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议、教育和接触是最常用的减少公众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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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方式。抗议是指通过强调污名的各种不公

平形式, 责备对污名群体持有刻板印象、歧视行

为的人来减少污名的方式。然而, 研究发现抗议

通过让污名者压制偏见会导致污名者产生无意识

反弹, 非但没有改变污名, 反而使污名态度更加

恶化(Corrigan & Shapiro, 2010), 因此, 近些年来

少有通过抗议来减少公众污名的研究。相对的 , 
教育和接触是更加常用和有效的干预方式。教育

是指通过提供正确的信息来改变公众对精神障碍

患者错误的认识, 从而减少公众污名的方式。接

触是指通过让精神障碍患者与公众互动来减少公

众污名。虽然有关接触干预和教育干预谁更有效

的说法众说纷纭(Griffiths et al., 2014; Yamaguchi, 
Mino, & Uddin, 2011), 然而更多的研究支持接触

干预在减少公众污名上更具有优势。比如, 一项

基于 72 项研究的元分析表明, 接触干预的效果量

是教育干预的 3 倍多(Corrigan, Morris, Michaels, 
Rafacz, & Rüsch, 2012)。此外, 在减少公众污名上, 
教育干预会带来一种“专家偏差”, 从而会破坏信息

的可信度, 而接触干预所传递的信息来自患者的

亲身讲解, 更具有真实性(Corrigan & Fong, 2014)。
因此, 与接受专家的精神障碍知识教育相比 , 接
触一个分享自身经历的精神障碍患者, 可能更有

利于减少公众污名(Corrigan, 2016; Yamaguchi et 
al., 2011)。鉴于接触干预在减少公众污名上的优越

性, 越来越多的干预项目采用接触的干预方式。 
通过文献梳理, 我们发现当前对接触干预减

少公众污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 不同

接触形式在减少公众污名上的应用及其效果研究; 
第二, 随着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发

展, 不少研究开始探索接触干预的关键成分(key 
ingredients)及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因此, 本文将

从这两个方面对有关接触干预的研究进行综述 , 
并指出接触干预今后的研究方向。 

1  接触干预形式 

群际接触假设认为, 内外群体通过互动能有

效减少偏见, 尤其当内外群体在最佳接触条件下

(平等、合作、共同目标及权威、法律的支持)进行

接触能够产生最优接触效果(Allport, 1954; 转引

用自：李森森, 龙长权, 陈庆飞, 李红, 2010)。自

从群际接触假设提出后, 群际接触类型不断得到

扩展, 由先前主要对直接接触的关注到现在对直

接接触和多种间接接触共同关注。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开始应用接触来减少公众污

名(London, 2010)。如今, 不同接触形式的干预已

被广泛运用在减少公众污名的干预项目中。下面

将介绍不同接触形式在减少公众污名中的应用。 
1.1  直接接触干预 

直接接触干预是指安排精神障碍患者与目标

群体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互动。最常见的做法是

精神障碍患者向目标群众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 , 
并和目标群众进行互动(Patten et al., 2012; Vaghee, 
Salarhaji, Lotfabadi, & Vaghei, 2017)。例如, 在
Corrigan 等人(2001)的干预研究中, 接触干预组被

试先观看精神障碍患者以个人经历为主要内容的

10 分钟自我呈现, 然后和该患者就精神障碍相关

问题进行 5 分钟的讨论。此外, 也有不少干预项

目对精神障碍患者呈现个人经历的形式加以调整, 
比如让精神障碍患者改变讲述个人经历的方式 , 
通过舞台剧(Faigin & Stein, 2008)或诗歌、散文(独
白)、音乐(Kosyluk et al., 2018)等形式将自己的个

人疾病经历演绎出来。还有研究让医学院学生通

过一对一或小组的形式与精神障碍患者多次会面, 
以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个人经历 (Chen et al., 
2017)。 

除了上面相对结构化的接触干预外, 现实情

景下的直接接触也被运用在减少污名的干预中。

在 Couture 和 Penn (2006)的研究中, 选取有意愿

和精神障碍患者接触的同辈志愿者, 并将他们和

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一一配对, 之后要求他们每周

相处一次, 历时 6 个月, 以此考察这种现实情景

下的直接接触是否有利于减少公众污名。另外 , 
让公众从事与精神障碍患者相关的志愿活动也是

一种直接接触干预形式。例如 , 在 Fung, Chan, 
Woo, Ma 和 Mak (2016)的干预研究中, 让学生为

处于康复状态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半天到一天的

志愿服务。 
1.2  间接接触干预 

在直接接触干预中, 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与公

众进行面对面互动, 这对患者有较高的要求, 因
而实施起来相对困难。因此, 不少学者通过间接

接触来减少公众污名。其中, 应用最多的间接接

触干预形式是视频接触(video-based contact)。通

常情况下, 视频接触是指精神障碍患者通过视频

等媒介讲述他们的精神障碍经历, 包括症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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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个人康复等内容(Yamaguchi et al., 2013)。在这

种视频接触干预中, 视频既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

精神障碍患者讲述自己的精神障碍经历, 也可以

通过心理健康专家和精神障碍患者以访谈的形式

进行呈现(Brown, Evans, Espenschade, & O’Connor, 
2010; Hackler, Cornish, & Vogel, 2016; Nguyen, 
Chen, & O’Reilly, 2012)。此外, 也有部分视频接

触干预采用让干预对象观看刻画精神障碍患者经

历的电影、纪录片来减少其公众污名(Petkari, 2017; 
Thonon, Pletinx, Grandjean, Billieux, & Larøi, 2016)。
相对于面对面接触来说, 视频接触具有低成本、

方便操作、能够广泛传播等优势(Corrigan et al., 
2012; Janoušková et al., 2017)。因此, 当面对面接

触不可行的时候, 视频接触在减少公众污名上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除了视频接触这种间接接触干预外, 近年来

也有不少研究开始探索其它间接接触干预形式 , 
比如想象接触和扩展接触。想象接触(imagining 
contact)是指心里想象和一个或多个外群体成员进

行社会互动(Crisp & Turner, 2009)。在减少公众污

名干预研究中, 想象接触一般是让被试在一定时

间内想象与一个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积极的、轻松

的、舒适的互动(Na & Chasteen, 2016; West, Holmes, 
& Brown, 2011)。扩展接触(extended contact)是指

如果个体得知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

友谊关系, 可以减少其对外群体的偏见, 改善对

外群体的态度(West & Turner, 2014)。通过视频展

现接触双方的亲密友谊关系或互动, 可以被看成

是一种扩展接触(Lemmer & Wagner, 2015)。例如, 
在 West 和 Turner (2014)的研究中, 让被试观看一

段展现两个人友好互动的视频, 告知扩展接触组

被试视频中的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随后对

被试的污名转变进行测量。当前, 想象接触和扩

展接触大多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 较少应用在实

验室以外的干预项目中。 
1.3  接触与教育相结合 

接触除了可以独立作为一种干预手段进行干

预外, 也可以和其他方式结合起来使用。其中, 接
触和教育相结合是常用的干预方式。这种干预方

式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较为灵活, 既可以采用讲课

或工作坊与视频接触相结合进行干预(Chan, Mak, 
& Law, 2009; Ke et al., 2015), 也可以采用专家讲

座与直接接触相结合进行干预 (Ahuja, Dhillon, 

Juneja, & Sharma, 2017)。此外, 也有精神障碍患

者在教育和接触相结合的干预项目中既是知识讲

授者也是个人经历呈现者。比如在 Rubio-Valera
等人(2018)的研究中 , 经过训练的精神障碍患者

首先就有关心理健康、精神障碍诊断以及精神障

碍污名等内容进行了一个讲座, 然后该精神障碍

患者就自己的精神障碍经历进行呈现并讲述污名

对自己的影响。 
总而言之, 不同接触形式已被广泛运用在减

少公众污名的干预中。在现有基于接触的干预

(contact-based intervention)项目中, 大多采用的是

精神障碍患者直接(或通过视频)讲述自身精神障

碍经历这种干预形式。另外, 接触和教育相结合

也是常用的干预方式。 

2  接触干预效果 

大量研究表明, 接触干预能有效减少公众污

名, 且被证明是目前减少公众污名最有效的干预

方式之一(Corrigan et al., 2012; Couture & Penn, 
2003; Kolodziej & Johnson, 1996; Thornicroft et al., 
2016)。 

接触干预减少公众污名的有效性在不同群体

中得到检验。接触干预可以从国家层面进行干预, 
有效减少一般群体(general public)的公众污名。例

如, 英国的 Time to change 是一项基于接触的国

家级干预项目, 该项目其中一个促进公众与精神

障碍患者进行直接接触的举措, 是在不同城市或

地区中人流较大的街道, 设置可移动的房屋, 处
于康复状态且受过训练的精神障碍患者邀请路人

进入该房屋, 并与之分享自身经历(Evans-Lacko et 
al., 2013)。通过对该项目进行评估, Evans-Lacko 等

人(2013)发现这种直接接触显著地改善了公众对

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态度。类似的, 瑞典的 Hjärnkoll
运动也是一项基于接触的旨在减少公众污名的干

预项目, 其主要做法是让受过训练的精神障碍患

者在国家或地区论坛上结合自身经历讲述精神障碍

相关内容, 以此减少公众污名。Hansson, Stjernswärd
和 Svensson (2016)通过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发现, 
接触干预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对公众的知识、态度

及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均表明接触干预可以

运用到国家层面的大型干预项目中, 以减少一般

群体的公众污名。 
此外, 接触干预也能运用在对特定群体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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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中, 有效减少中学生群体(Koller & Stuart, 2016)、
大学生群体(Yamaguchi et al., 2013)、新闻媒体专

业人员(Maiorano et al., 2017)、医护人员(Stubbs, 
2014)等特定群体的公众污名。比如 , Yamaguchi
等人(2013)通过系统综述 35 项旨在减少普通大学

生公众污名的干预研究发现, 直接接触或视频接

触在改善一般大学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和行

为倾向上最为有效。接触干预对于降低经常与精

神障碍患者接触的医护人员的公众污名同样有

效。例如, Patten 等人(2012)通过一项随机对照实

验证明了将接触干预纳入到课程教育中会有效减

少医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公众污名。最近的一项随机

对照研究也表明了将接触干预纳入工作训练对减

少医护人员公众污名的有效性(Moll, Patten, Stuart, 
MacDermid, & Kirsh, 2018)。 

具体说来, 接触干预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减少

公众污名。首先, 接触干预能够有效改变干预对

象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消极归因和认知, 提高干预

对象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积极态度。研究表明在接

触干预后, 干预对象改变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患

病归因, 不再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应该为他们的疾

病负责, 从而减少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责备态度, 
减少了精神障碍患者是危险的观念, 提升了对精

神障碍患者能够较好愈后的认知, 提高了对精神

障碍患者的赋权(empowerment), 不再认为精神障

碍患者是无能的(Corrigan et al., 2001; Corrigan et 
al., 2002; Kosyluk et al., 2016)。其次, 接触干预能

够使干预对象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更多的积极情

感反应, 降低了消极情感反应, 例如提高干预对

象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怜悯、同情等情感, 降低对患

者的焦虑、害怕、恐惧等消极情绪(Chiu & Graham, 
2017; Corrigan, Larson, Sells, Niessen, & Watson, 
2007; Frías et al., 2017)。最后, 接触干预能够改变

干预对象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行为倾向。研究发现, 
接触干预能有效减少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预期

社会距离, 增加人们未来与精神障碍患者接触的意

向(Clement et al., 2012; Reinke, Corrigan, Leonhard, 
Lundin, & Kubiak, 2004; Vinson, Abdullah, & Brown, 
2016), 不再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应该被隔离、限制

(Corrigan et al., 2007), 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更多

的帮助行为(Corrigan et al., 2002)。 
为了进一步验证接触干预在减少公众污名上

的效果, 不少研究将接触干预与其他干预方式进

行了比较。除了前面提到的接触干预比教育干预、

抗议干预更能显著地减少公众污名外, 接触干预

也被证明比其它干预方式在减少污名上更具优越

性。例如, 有研究进一步比较了基于接触的干预与

接受承诺训练(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raining)
在减少公众污名上的效果(Vaghee et al., 2017)。该

研究随机将 111 名护士分为接触干预组、接受承

诺训练组和控制组。其结果表明, 接触干预和接

受承诺训练均能有效减少护士群体对精神障碍患

者的社会距离, 并且接触干预在增强护士群体关

于患者可以康复的信念上更为有效。 
总地说来, 有关接触干预的研究结果支持接

触在减少公众污名上的作用。不过, 我们在对接

触干预效果进行解读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 
公众污名的改变不仅体现在知识、态度方面的转

变, 更重要的是行为的改变。由上可知, 当前对接

触干预效果的评估大多以态度、情感是否转变为

焦点, 在评估行为改变时, 研究大多采用社会距

离量表来替代对真实行为的评估。然而依据社会

距离量表测量出的行为变化并不能反映人们真实

的行为变化, 所以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真

实情景中。因此接触干预是否能改变人们在真实

情境下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行为倾向尚待进一步研

究得以明确。其次, 现有研究只是证明了接触干

预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减少公众污名, 尚没有足够

的证据可以支持接触干预的长期效果。最后, 需
要提及的是, 新近的一项元分析发现, 接触干预

和教育干预在减少公众污名上只有“小到中”的效

果量(Morgan, Reavley, Ross, Too, & Jorm, 2018), 
如何进一步扩大接触干预的效果仍是未来需要研

究的主题。 

3  接触干预关键成分 

鉴于接触干预能有效减少公众污名, 越来越

多的国家或地区实施基于接触的干预项目, 比如

英国的 Time To Change 运动、瑞典的 Hjärnkoll
运动、美国的 In Our Voice 项目以及加拿大的 Open 
Minds 运动(Brennan & McGrew, 2013; Henderson, 
Stuart, & Hansson, 2016), 这些干预项目各具特

点。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接触干预都能有效减

少公众污名(Chisholm et al., 2016), 有效的接触干

预项目, 效果大小也不尽相同(Chen et al., 2017), 
即使是那些接触干预效果很强的干预项目, 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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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长度、内容等方面也并不一致(Knaak & Patten, 
2016)。随着对循证实践的越发重视, 不少学者开

始关心接触干预中包含哪些成分才可能使接触干

预有效。近来, 有研究探索了针对成年人群体、

青少年群体以及医疗保健群体等群体所实施的基

于接触干预项目的关键成分(Chen, Koller, Krupa, 
& Stuart, 2016; Corrigan et al., 2013; Knaak et al., 
2014)。这些研究初步阐明了有效接触干预所需的

关键成分, 这其中也包括一些能够扩大接触效果

的成分。 
综合现有研究, 我们发现精神障碍患者、信

息以及互动是接触干预中最关键的三种成分。同

时, 这些成分需要具备一定特点才能促进接触干

预产生效果。此外, 多形式接触模式、连续接触、

接触质量等的存在也能提升接触干预效果。 
3.1  精神障碍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作为接触干预的关键成分之一, 
需要具备一定特征才能提升接触干预效果。首先, 
精神障碍患者需要处于康复的状态(in recovery), 
并且能够在言行举止等方面体现出这种康复状

态。精神障碍患者处于康复状态是指尽管过去或

现在存有症状, 但精神障碍患者能够较好控制自己

的症状, 并能够正常的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Chen 
et al., 2016; Corrigan et al., 2013)。这是由于接触

一个尚不处于康复状态的精神障碍患者时, 人们

所接触到的患者形象可能与其具有的精神障碍群

体刻板印象相同, 这不利于其改变污名态度。其

次, 精神障碍患者在干预前需要接受一定的支持和

指导, 从而使精神障碍患者既能够以安全的方式

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同时又能通过讲述引发干预

对象对精神障碍污名的思考(Cunningham, Peterson 
& Collings, 2017)。Chen 等人(2016)基于访谈和观

察数据, 确认了精神障碍患者在干预前应该接受

六项有利于具备演讲技能的活动训练, 为研究者

对精神障碍患者干预前的培训提供了参考。这六

项训练活动分别是观察、进行心理准备(包括建立

自信、提供支持等)、提高演讲知识和技能、进行

问题排练、个人故事发展训练以及安排大量练习。

再次 , 精神障碍患者需要反映干预对象的特征 , 
以增加接触干预的可信度。研究指出, 精神障碍

患者应该呈现多样性, 即精神障碍患者需反映干

预对象的宗教、语言、信仰、性别、年龄、性取

向等特征, 具备和观众相似的社会角色(Corrigan, 

2011; Corrigan et al., 2014; Corrigan et al., 2013)。
最后, 需要注意的是精神障碍患者在接触过程中

应该和观众具有平等的地位 , 如作为一名教育

者、演讲者、促进者或领导者, 而非以一名精神障

碍患者的身份与观众进行接触(Ashton et al., 2017)。
比如, 在干预医疗专业学生公众污名的时候 , 精
神障碍患者和学生的关系此时不是“医生和病人”
的关系, 而应该把患者作为“老师”、“专家” (Chen 
et al., 2017)。不少研究已证实这种平等的接触模

式能够有效改善医疗专业学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

态度及行为倾向(e.g., Knaak, Karpa, Robinson, & 
Bradley, 2016)。 
3.2  精神障碍患者传递的信息 

精神障碍患者所传递的信息是整个接触干预

的核心。大量接触干预项目采用精神障碍患者讲述

个人经历这种形式来减少公众污名, 且这种干预

形式被证明能有效减少公众污名。因此, 可以认

为精神障碍患者讲述自身经历或者说是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是减少公众污名的关键(Corrigan, 
2017)。研究表明, 精神障碍患者讲述的具体内容

会对干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相比于主要讲述症

状或者康复后的生活, 患者全面讲述自己从患病

到康复的经历能更显著地减少干预对象的公众污

名(Reinke et al., 2004)。Corrigan 等人(2013)通过

访谈曾经参与过接触干预的精神障碍患者同样得

出, 精神障碍患者要讲述的个人经历应包括患病

经历(the way down)和成功康复的经历(the way up)
两部分内容。不少干预项目围绕这两部分内容为

精神障碍患者更好地呈现个人经历提供了框架。

例如针对医疗健康工作人员进行干预时 , Knaak
和 Patten (2015)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讲述个人经历：精神障碍患者应该讲述

一下他们的个人背景、患病经历、治疗和就医经

历、由疾病到康复的转折点、有关污名的经历、

康复经历(包括能够控制自己的症状以及现在正

常乃至成功的生活等)。精神障碍患者在讲述这些

个人经历时, 需要格外强调个人的康复经历, 以
体现康复的真实和可能。许多探索接触干预关键

成分的研究均表明, 强调康复信息是患者所要讲

述的最重要的内容(Chen et al., 2016; Corrigan et 
al., 2014; Knaak et al., 2014)。Knaak 等人(2014)在
探索个别因素对干预效果的影响时发现, 强调康

复的干预研究比不强调康复的干预研究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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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 
除了个人经历外, 一些旨在纠正有关患者错

误信念的教育性信息也是干预中需要传递的重要

内容。Chen 等人(2016)和 Knaak 等人(2014)的研

究表明纠正与精神障碍相关的错误信息(如精神

障碍患者是危险的、暴力的、不可预测的等)是减少

青少年群体和医疗保健群体污名的关键成分之一。

Corrigan 和 Fong (2014)进一步指出, 传递教育性

信息能够使接触干预更为有效, 这可能是因为精神

障碍患者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来支持和个人化这些

信息(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6), 从而可以更好地帮助干预对

象从接触过程中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个人经历

(Ashton et al., 2017)。 
需要注意的是, 传递的信息需要根据干预群

体及干预目标进行调整。比如针对雇主进行干预

时, 需要在接触时强调精神障碍患者是能够康复

的以及康复后有能力正常工作等信息; 如果以增

加求助行为为目的, 精神障碍患者需要重点强调

求助方面的相关信息。 
3.3  互动 

接触双方积极的互动会促进接触干预产生效

果(Corrigan et al., 2002)。这可能是因为表面的接

触并不利于减少偏见, 而提供一个与精神障碍患

者进行互动的机会, 可以让目标群众更深一步的

了解精神障碍患者, 从而有利于进一步产生接触

效果(Chen et al., 2016)。Ashton 等人(2017)认为在

直接接触干预中 , 接触双方应该进行开放对话 , 
允许无评判地讨论、互动、问答等。同样, 在视

频接触干预中, 开放的、发散的讨论也是必须的

(Ashton et al., 2017)。Corrigan 等(2012)元分析表

明, 直接接触干预的效果量大于视频接触干预的

效果量, 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在视频接触干预中缺

乏这种互动。此外, 在讨论前, 干预对象掌握一定

的精神障碍相关知识可能会进一步促进互动

(Chen et al., 2016)。现有干预设计中, 比较常见的

互动环节有观众就感兴趣的问题向精神障碍患者

提问, 然后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回答; 双方针对感

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等。 
3.4  其他促进成分 
3.4.1  多形式接触干预 

多形式接触干预模式能产生较好的干预效

果。多形式接触干预模式是指直接接触和视频接

触相结合, 多个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自我呈现等。

前面提到, 接触干预包括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

种干预形式, 每种接触形式又有多种呈现方式。

不过, 大多研究在接触干预中采用单一的接触干

预形式。然而, 研究发现多形式接触干预模式比

单一模式干预效果要好。例如, Knaak 等人(2014)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 直接接触和视频接触相结合

进行干预比只有其中一种接触形式的干预效果要

好; 有多个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呈现比只有一个精

神障碍患者呈现效果要好。由美国联邦心理健康

委员会实施的 In Our voice 干预项目就是包含视

频接触(多个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呈现)和直接接触

相结合的干预范例, 并被验证取得了不错的干预

效果(e.g., Brennan & McGrew, 2013)。 
3.4.2  连续干预 

长期有效的接触干预需要是连续性的。一次

的接触干预虽然会产生短期的干预效果, 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干预效果会减退(Corrigan et al., 2012)。
比如, 有研究指出一次的接触干预只有即时评估

结果有效(Campbell, Shryane, Byrne, & Morrison, 
2011), 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干预效果将不再显著。

这是因为单一的、不一致信息可能只会引起微弱

的、暂时的刻板印象改变。而渐进的、累计的不

一致信息会引起较大的改变(Hewstone, 1996)。因

此, Corrigan (2011)指出, 连续的接触干预会扩大

接触干预的效果。Koike 等人(2016)在一项随机对

照实验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支持了这个观点, 该
研究表明重复的视频接触相对于对照组和控制组

来说, 最大限度的改变了污名态度。Frías 等人(2017)
的研究也发现持续的直接接触比零散的直接接触

能够在更多方面减少公众污名。此外, 一项系统

综述进一步表明重复的直接接触能够长期维持积

极的干预效果(Guruge, Wang, Jayasuriya-Illesinghe, 
& Sidani, 2016)。这表明了公众污名改变并不容易

实现, 需要不断的进行接触干预并对接触效果进

行跟踪评估。 
3.4.3  接触质量  

不难发现, 上述接触干预的关键成分并没有

涉及到 Allport (1954)提出的群际接触最佳条件

(平等、共同目标、合作及权威支持)。虽然这些条

件不是减少污名的必要条件(Pettigrew & Tropp, 
2006), 但是这些条件的存在会提升接触效果。早

先的一项研究表明, 当被试与精神障碍患者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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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作、有共同目标等条件下进行接触, 有利

于减少精神障碍污名(Desforges et al., 1991)。同样, 
研究发现这些条件对接触干预效果也有提升作用

(Evans-Lacko et al., 2012)。Ashton 等(2017)认为当

干预对象与精神障碍患者在接触时有共同的目标, 
能够共同合作, 同时这种接触得到权威机构、法

律、文化的支持, 能够加强接触的干预效果。Cerully, 
Collins, Wong, Seelam 和 Yu (2017)通过让被试在

接触干预后对接触过程中所感知到的积极、自愿、

平等、共同目标以及亲密程度进行评估, 来代表

感知到的接触质量, 结果表明接触干预效果会随

着不同个体所感知到的接触质量程度而有所不同, 
个体所感知到的接触质量越积极, 其公众污名程

度改变越大。  
总之, 具备一定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讲述自

己的个人精神障碍经历, 并且通过传递一定教育

性信息来帮助干预对象理解其个人经历, 然后和

干预对象进行互动, 这是实施有效接触干预的关

键成分。此外, 多形式的接触干预模式, 连续性接

触以及在干预中营造最佳接触条件, 也能进一步

扩大接触干预效果。对接触干预关键成分进行上

述梳理, 有助于从干预实施角度厘清接触干预的

效益机制 , 即接触干预“如何有效”, 从而为有效

实施接触干预提供参考。 

4  干预对象个体差异对干预的影响 

除了上述关键成分会对接触干预效果产生影

响外, 干预对象的个体差异也对接触干预效果产

生影响。从干预对象的个体差异出发, 探索其对

干预效果的影响, 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对接触干

预效果的差异有更进一步认识; 另一方面也可以

让研究者根据个体差异及时调整接触干预内容乃

至选择更合适的干预方式 , 以最终减少公众污

名。通过文献梳理, 我们发现个体先前接触经历、

年龄、性别等因素对接触干预效果有影响。 
4.1  先前接触经历 

个体先前与精神障碍患者的接触经历对接触

干预效果有调节作用。Ramiah 和 Hewstone (2013)
研究表明, 当人们与外群体成员先前接触经历较

少的时候, 接触对偏见的干预效果更为有效。这

一结论在接触减少污名的干预研究中得到了验

证。比如, 有研究发现相对于先前有较多接触经

历的个体来说, 接触干预对于先前没有接触经历

的个体更为有效(Cerully et al., 2017)。这可能是因

为对于有先前接触经历的个体来说, 先前的接触

可能已经使他们减少了污名态度, 而额外的接触

干预的影响就较小。而对于先前没有接触经历的

个体来说, 由于其具有较少的关于精神障碍患者

的先在态度, 接触干预的积极效应可能会更加显

著。值得一提的是, 先前接触并不一定会减少公

众污名, 甚至还会恶化污名(Couture & Penn, 2003), 
也就是说先前接触可能会使个体对精神障碍患者

持有较高的公众污名。对于这些个体, 接触干预

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改善他们的公众污名, 这是

因为在接触干预中, 他们能够感知到与先前接触

经历不一样的体验, 从而显著地减少其公众污名。 
4.2  年龄 

除了干预对象的先前接触经历对接触干预效

果产生影响外, 干预对象的年龄也会对接触的干

预效果起到调节的作用。接触干预对年轻的成年

人群体的干预效果要好于对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

的干预效果。Corrigan 等人(2012)的元分析表明, 
接触对成年人公众污名的干预更为有效, 而教育

干预对青少年更为有效。仅就青少年群体来说 , 
即使很小的年龄差异对接触干预效果也有较大影

响。例如, 对于 6~13 岁年龄段的小学生、初中生来

说, 接触干预可能并不比课程教育干预有效(Painter 
et al., 2016), 甚至会降低干预效果(Chisholm et al., 
2016)。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接触干预能有效减少年

龄稍大些的初中生(13~18 岁)、高中生群体的公众

污名(Chan et al., 2009; Koller & Stuart, 2016)。出

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青少年群体大脑发展由

于年龄不同 (即使相差一两岁 )而存在较大差异 , 
这种发展差异可能导致青少年群体对接触反应不

同(Chisholm et al., 2016)。此外, 接触干预对不同

年龄段的成年人群体也有不同的效果, 如有研究

发现接触干预对于 18~24 岁的年轻人的干预效果

要好于老年人群体(Wong, Collins, Cerully, Jennifer, 
& Seelam, 2018)。综上, 在实施反污名干预时应根

据干预对象的年龄特点恰当的运用接触干预方式。 
4.3  性别 

性别也是影响接触干预效果的一个重要调节

变量。接触干预对于女性的干预效果要好于男性。

不少研究发现, 无论是成年人群体还是青少年群

体 , 男性在接触干预后对精神障碍患者消极态

度、社会距离方面的改变都要小于女性(Ko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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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2016 ; Wong et al., 2018)。不同性别在接触

干预后反应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精神障碍患者的

个人经历更多地引起女性的共情, 较少地引起男

性的共情。而这种共情是接触减少偏见的一个作

用机制(Pettigrew & Tropp, 2008)。因此, 不少研究

者提出有必要开展针对性别的干预策略(Henderson 
et al., 2016; Koller & Stuart, 2016)。 

5  不足与研究展望 

5.1  完善研究设计 
从研究设计来看, 部分接触干预的研究设计

是一种弱设计 , 既没有对照组 , 也没有控制组 , 
效果的评估往往基于前、后测。并没有足够的随

机化研究证据支持接触干预的有效性(Griffiths et 
al., 2014)。因此, 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更加严谨的

实验设计(比如随机对照研究)来检验接触的干预

效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对于前面提到的国家

层面的接触干预项目来说, 随机对照的研究设计

较为困难。目前研究大多采用前后测的研究设计

来评估这类干预项目的效果。显然, 其研究结果

会受到众多额外变量的影响。为了更好地验证公

众污名的改变是接触干预起的作用, 未来研究可

以采用时间序列研究设计、剂量效应(dose-response)
检测等方法对干预效果进行检验。此外, 由于大

部分接触干预缺乏追踪研究, 因而目前并没有足

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接触干预具有长期的干预效果

(Mehta et al., 2015; Thornicroft et al., 2016)。Mehta
等人(2015)进一步指出 , 对于减少公众污名的干

预效果不仅要评估干预的即时效果, 评估干预对

象的污名改变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很

重要。因此, 接触干预的长期效果还有待检验, 有
必要设计追踪研究来检验接触干预的长期效果。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 除了设计追踪研究来检验

干预的长期效果外, 确定接触干预起效的作用机

制最好同样设计追踪研究进行检验。以下文将要

提及的中介变量为例：当前有关接触干预效果中

介机制的研究通常是在接触干预后, 收集中介变

量及结果变量的测量数据, 以此检验中介效应。

而确定中介效应的理想做法是分时间段调查自变

量、中介变量、因变量, 即采用追踪研究确定变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 为了更好地验证接触

减少污名的中介路径, 未来的研究可采用追踪研

究的方法进行尝试。比如, 为验证焦虑的中介作

用, 可先在时间点 1 对被试进行接触干预, 在时

间点 2 测量被试的焦虑情绪, 在时间点 3 测量被

试的公众污名水平。 
5.2  丰富理论机理的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 相对于接触干预效

果的大量研究, 有关接触干预起效的理论基础、

中介机制、调节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显然, 这
是污名干预研究领域的一个不足。对这些理论机

理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接触干预起效

的机制。 
5.2.1  加强理论基础的验证 

接触干预有效性的理论证据还有待进一步挖

掘。有学者尝试从认知失调理论、归因理论以及

再分类理论去解释接触干预如何起效(Couture & 
Penn, 2003)。近来也有学者基于直接接触和视频

接触在减少污名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的研究结果 , 
提出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可能作为接触减少

精神障碍污名的一个补充解释 (Clement et al., 
2012)。目前有个别研究对认知失调理论、归因理

论进行验证(Corrigan et al., 2002; Reinke et al., 
2004), 但相关实证研究依然较为缺乏, 尤其是对

再分类理论、叙事理论的探讨尚停留在理论推论

层面。更重要的是, 目前仍不清楚是否其中任何

一个理论或多个理论相结合足以解释接触减少公

众污名的机制, 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大量实证研

究澄清接触减少公众污名的机制。 
5.2.2  厘清中介机制 

当设计减少精神障碍污名的干预项目时, 考
虑哪些因素对接触的干预效果起中介作用是非常

重要的。从少量的相关研究发现, 接触干预对减

少污名作用的中介路径主要基于 Pettigrew 和

Tropp (2008)的研究发现(接触通过减少焦虑、增

加共情等来减少偏见), 从情绪路径进行考察。未

来研究在进一步探索接触干预的中介机制时可从

以下方面继续深入： 
第一, 进一步验证情绪变量的中介作用。目

前仅有研究验证了减少焦虑在想象接触减少公众

污名上的中介作用(Stathi, Tsantila, & Crisp, 2012; 
West et al., 2011), 但减少焦虑在其他接触形式减

少污名的中介作用还未得到检验。不过, Chiu 和

Graham (2017)研究发现, 在直接接触干预中, 他
人焦虑(other-anxiety), 而非自我焦虑(self-anxiety), 
更能够显著预测被试对患者的社会距离, 这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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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更细致地研究焦虑情绪在接触干预中所起的

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诸多学者指出增加共

情可能是接触减少污名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 但
鲜有研究对此进行检验。相反, 却有研究表明增

加共情这一中介路径在视频接触干预中并不显著

(Norman, Sorrentino, Hampson, & Ye, 2017)。因此, 
共情的中介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 有研究

表明干预对象在接触干预后并没有减少焦虑和增

加共情, 反而产生的是希望、震惊、感动等情感

(Clement et al., 2012)。因此, 除了 Pettigrew 和 Tropp 
(2008)所提出的特定情感外 , 接触还可能促使干

预对象产生其他情感反应, 从而促使其污名态度

转变。这同样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验证。 
第二, 从新的视角发现更多的中介变量。为

此, 一方面研究者可从现有解释接触减少污名的

理论出发, 发现新的中介变量。以再分类理论为

例, 接触干预后是否会促使干预对象对精神障碍

患者的分类标准发生变化, 进而促进公众污名的

改变？这一路径尚停留在理论推理层面, 亟需实

证研究进行验证。再比如, 基于叙事理论, 叙事传

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是否在以患者个人故事

为主要干预内容的直接接触或视频接触减少污名

上起着中介作用？这同样需要进一步验证。另一

方面, 鉴于现有理论研究视角的局限, 可尝试借

鉴群际接触在减少其他群体偏见上的研究进展 , 
探索新变量的中介作用。例如, 有研究从群际威

胁理论出发, 认为群际威胁(包括现实性威胁和象

征性威胁)是接触减少偏见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

(Ramiah & Hewstone, 2013)。Gronholm, Henderson, 
Deb 和 Thornicroft (2017)进一步指出, 接触干预

可能会通过减少群际威胁, 进而减少公众污名。

这一推论尚需实证研究的验证。 
5.2.3  拓展调节变量 

接触干预效果受到某些调节变量的影响。现

有研究中, 影响接触干预效果的调节因素主要有

个体先前接触经历、先前污名水平以及性别、年

龄等人口学变量。显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干预对

象个体差异层面上进行探讨的。未来研究可以从

以下两方面尝试发现更多的调节变量。第一, 继续

拓展干预对象其他个体差异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比如, 个人特质也可能会对接触干预效果有调节效

应。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相对于确定倾向(certainty- 
oriented)特质的被试 , 不确定倾向 (uncertainty- 

orientation)特质的被试在接触干预后, 更显著地增

加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积极印象(Li, Sorrentino, 
Norman, Hampson & Ye, 2017)。这揭示了个人特

质作为接触干预效果调节变量的可能。然而, 其
他个人特质对接触干预减少公众污名产生的影响

还未得到检验。比如, 共情特质高的个体会不会

在接触干预后减少更多方面的污名？有研究表明

开放性较低和宜人性较低的个体精神障碍污名水

平较高(Brown, 2012)。这些个体特质差异对接触

干预效果的调节作用有待未来研究的验证。第二, 
探索除干预对象个体差异外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

例如, Dovidio, Love, Schellhaas 和 Hewstone (2017)
通过综述群际接触近 20 年的研究进展指出, 典型

性(typicality)是接触减少偏见的一个调节变量。具

体来说, 被试感知所接触到的精神障碍患者能够

典型代表该患者所在群体的程度, 可以调节接触

干预效果, 足够典型有利于促进接触效果, 反之

则阻碍接触效果。但这同样仅停留在理论推理阶

段, 亟须未来研究的验证。未来研究可尝试从现

有理论视角出发, 也可借鉴其他相关理论, 对可

能调节接触干预效果的变量进行探索。 
5.3  推动接触干预的循证实践发展 

探索接触干预的关键成分并在实证研究中验

证这些关键成分的有效性可以推动接触干预的循

证实践发展。当前, 接触干预的有效关键成分已

初步得到确认。然而, 这些关键成分还较少得到

实证研究的验证(Morgan et al., 2018)。今后的接触

干预研究可通过遵循接触干预的保真度(fidelity)
来进一步验证这些关键成分。干预的保真度可以

理解为在干预中对已确认有效关键成分的实施程

度(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2016), 也就是

说遵循保真度准则就是将确认有效的关键成分在

干预项目中予以实施。保真度测量可以用来监测

接触干预项目的实施或者评估接触干预实施关键

成分的程度。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根据接触干预

研究设计严谨的保真度测量来评估接触干预实施

的保真度程度, 同时通过验证接触干预的保真度

和接触效果的关系, 进一步检验这些关键成分对

接触效果的影响, 从而推动接触干预的循证实践

发展。 
此外, 推动接触干预“有指导手册、可复制”

的发展 , 这既是加强临床干预实证效度的体现 , 
同时也可促进干预的循证实践。不少干预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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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出了尝试, 例如加拿大的 Open minds 运动采

用相似的评估策略对基于接触的干预项目进行评

估, 以便确定哪些项目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 并
探索这些项目的关键成分, 以此开发出有效的、

可循证实践的干预项目向全国地区推广(Henderson, 
Stuart, & Hansson, 2016)。然而, 当前接触干预大

多没有严谨的指导手册可供参考, 可复制的干预

项目也很少。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为推动接触

干预的结构化发展进行探索。 
5.4  接触干预有待更多地应用到特定群体和特

定精神障碍类型中 
鉴于资源的有限性,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接

触应该以特定人群(target population)为干预对象

进行干预(Corrigan et al., 2013)。特定人群主要是指

凭借社会角色与精神障碍患者处于相对位置的群

体(雇主、医疗保健提供者、警察等), 这些群体对精

神障碍患者实现生活目标影响可能更大(Corrigan 
et al., 2013), 要么经常和精神障碍患者接触, 要
么有权利影响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对这些特定

群体进行干预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精神障碍患

者提供更多生活机会(Gronholm et al., 2017)。从现

有研究来看, 大部分干预出于便利取样的原因以

大学生为干预群体, 也有少量针对医疗保健群体

进行接触干预的研究, 对其他特定群体的干预研

究则更为少见。当前, 有不少研究指出应将接触

关键成分纳入对医疗保健提供者、新闻媒体群体、

警察等群体的工作训练或心理健康培训中(Booth 
et al., 2017; Maiorano et al., 2017; Moll et al., 2018), 
也有研究提出应将接触纳入到对护士专业学生等

群体的课程教育中(Carroll, 2018)。这些研究为如

何将接触更合理的应用到对不同群体公众污名的

干预项目中提供了思路。未来研究需要根据不同

人群的不同特点探索接触干预的最佳方式, 并进

一步在不同人群中检验接触干预的效果。 
此外, 减少公众污名应该侧重于特定精神障

碍群体, 而非“精神障碍”这整个群体。这有两方面

考虑：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类型精神障碍的公众污

名不同, 接触干预效果会随着精神障碍类型的不

同而不同(Lee & Seo, 2017); 另一方面, 因接触某

一类特定精神障碍群体而改善的污名态度, 并不

一定能改变对其他精神障碍群体的污名态度

(Howard, 2014)。当前有部分研究通过接触干预或

接触和教育干预相结合的方式来减少精神分裂

症、抑郁症、物质滥用、进食障碍等特定公众污名

(Corrigan et al., 2001; Doley et al., 2017; Livingston, 
Milne, Fang, & Amari, 2012), 但这是不足的, 比
如现有研究忽视了对发病率很高的焦虑障碍污名

减少的关注(Casados, 2017)。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

步探索接触干预在减少对更多特定精神障碍群体

污名上的有效性及差异。 
5.5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检验接触干预公众污名

的作用 
讨论接触干预的文化差异, 建立本土化公众

污名干预措施。大部分干预公众污名的研究都来

自富裕的西方国家, 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样的研

究比较少(Semrau, Evans-Lacko, Koschorke, Ashenafi, 
& Thornicroft, 2015)。将接触干预在高收入国家的

研究结果应用到中低收入国家来, 要考虑社会文

化的因素(Stuart, 2016), 因此需要在不同背景下

(比如中低收入国家)检验干预方式是否有效。来自

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 直接接触是减少公众污名

的最有效途径(Maulik et al., 2017), 这为接触干预

在中低收入国家实施具有可行性提供了证据。目

前, 国内采用接触干预公众污名的研究还较少。

Xu, Rüsch, Huang 和 Kösters (2017)对国内公众污

名干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结果表明国内大部分

研究采用教育或教育和接触相结合的干预方式 , 
尚没有关于单独的接触干预对减少公众污名影响

的研究。所以, 有必要在我国背景下进一步检验

接触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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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tact intervention to reduce public stigma 
 of mental disorders 

ZHAO Hebin; XIA Mian; CAO Ben; JIANG Guangrong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Contact interven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duce the public stigma of mental disorders. Various 
forms of contact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intervention studies of this approach, and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stigma in terms of attitude, emotion, behavior intention and so on. The effect of contact 
intervention depends on how the intervention is carried ou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the intervention 
object. Regarding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 contact intervention involves three key ingredients: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which may be affected by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study, the presence of multi-form contact, continuous contact, contact quality and other ingredients can 
further magnify the effect of the intervention. As for the intervention object, the effect varie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design for contact intervention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enrich the 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contact intervention,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of contact intervention. In addition, further study will focus on application of 
contact intervention in reducing public stigma of specific groups and specific types of mental disorders, as 
well as ver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contact intervention in the culture of China. 
Key words: public stigma of mental disorder; contact intervention; key ingredi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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